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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

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

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

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

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

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

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

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

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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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以来，收入不平等被证实对个人的主观福利评判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越高，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就越低（Ｍｏｒａｗｅｔｚ，ｅｔ　ａｌ．，１９７７；Ｓｃｈｗａｒｚｅ　ａｎｄ
Ｈｒｐｆｅｒ，２００７；Ｖｅｒｍｅ，２０１１）。宏观层次的不平等影响个人福利评判
的一个主要机制是社会比较过程，众多研究验证了与特定参照群体比
较的相对收入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直接影响：比他人收入越高，个人
越幸福，而收入低于他人则会损害个人的幸福感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Ｏｓｗａｌｄ，２００４；Ｄｙｎａｎ　ａｎｄ　Ｒａｖｉｎａ，２００７；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ａｎｄ　Ｋｕｌｉｋ，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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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２００５；Ｆｉｒｅｂ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２００９；Ｋｉｎｇｄ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ｉｇｈｔ，２００７；Ｌｕｔｔｍｅｒ，２００５）。基于上述发现，来自中国数据的
分析结果令人费解：尽管客观上相对的经济地位更低，但农民及农民工
的生活满意度却并不低于（甚至高于）城市居民（怀默霆，２００９；Ｋ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２０１０）。如何理解底层民众的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生
活满意度之间的不一致？已有研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同质性参
照群体和未来向上流动的期望。首先，底层民众可能会选择地位相当
的其他居民作为参照群体，而非与地位差异较大的上层群体相比；其
次，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使得大多数人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从而认为当
前较低的相对收入地位只是暂时的，不久就会有所改善。上述两种解
释虽然逻辑迥异，但核心却在于暗示不同的参照群体在起作用：第一种
解释将参照群体定位在与个人地位相似的群体上，第二种解释则认为
人们向上流动的信心会使个人选择比自身更高地位的群体作为参照对

象。
本文尝试以农民工群体作为关注点，检验多重参照群体框架对解

释中国底层居民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不一致的适用性。“农
民工”的表述混合了身份、职业的复杂性，是受与户籍身份相关的制度
限制的结果（陈映芳，２００５）。农民工的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徘徊，身
份具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属性，既非典型的村民，也非典型的市民。他
们相互矛盾的多重角色为运用多重参照群体框架提供了理想条件：很
自然，农民工面临着城市居民、其他农民工以及农民三个可能的参照群
体，因而为我们通过比较不同参照群体平均收入的效应，观察不同参照
群体的相对重要性提供了机会。

二、文献综述

（一）相对收入与幸福感
诚如凡勃伦（１９６４）在讨论到“金钱的竞赛”时所提到的，人们积累

财富的目的就是要提升自身在所在社区中的相对地位。这种对于更高
相对地位的渴求似乎是人们天性的一部分，科学家们在实验室背景下
测量不同相对地位的条件对个人脑神经反应的影响，发现比其他被试
拥有更高的收入会显著提高个人大脑中的奖赏相关区域（ｒｅｗａｒ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的活跃度（Ｆｌｉｅｓｓｂａｃ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２）或是血氧含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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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指标的水平（Ｄｏｈｍ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Ｗ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在实验
室之外，研究者们通过构建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水平各异的情境，让被
访者从中进行选择，结果发现人们宁可牺牲自己的绝对收入水平来保
证更高的相对收入地位（Ａｌｐｉｚａ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Ｓｔｅｎｍａｎ，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此外，社会科学家也通过分析大型调查数据验证了这种“赶上
琼斯”（ｋｅｅｐ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Ｊｏｎｅｓｅｓ）的现象：众多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人收
入之后，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往往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
效应（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Ｏｓｗａｌｄ，２００４；Ｄｙｎａｎ　ａｎｄ　Ｒａｖｉｎａ，２００７；

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２００５；Ｌｕｔｔｍｅｒ，２００５）。也就是说，在绝对收入水
平一致的背景下，同伴的收入越高（因而自身的相对收入地位越低），个
人的主观幸福感越低。最后，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罕见的随机化社会实
验研究更确定了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因果性（Ｃａｒｄ，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相对收入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比其他人收入更

低带来的负向影响远强于超过其他人的正向效应（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

２００５；Ｋｎｉｇｈｔ，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Ｓｅｎｉｋ，２００９；Ｔｖｅｒｓｋｙ　ａｎｄ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１９９１；Ｗｏｌｂｒ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这种不对称性的基础也许是人们的
“损失厌恶”（ｌｏｓｓ－ａｖｅｒｓｉｏｎ）：惧怕失去对个人行为和观念造成的负面影
响大于希望获得带来的正面影响（Ｔｖｅｒｓｋｙ　ａｎｄ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１９９１）。基
于这种不对称性，我们期望相对收入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低经
济地位的群体中（例如农民和农民工）更强，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收入低
的可能性更大。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水平飞速提高的同时，也经历了收入不平

等的激增。根据谢宇和周翔（Ｘｉｅ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１４）的估计，２００５年以
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处于０．５以上，高于０．４的国际警戒线水平。
在收入不平等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上，许多基于中国数据的发现
与世界其他国家是一致的：首先，学者发现整体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与个
人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负向相关（黄嘉文，２０１６；Ｗｕ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１３），特
别是当不平等水平较高时（王鹏，２０１１）；其次，在评判主观福利时，相
对收入与绝对收入同样重要（王湘红，２０１２）；此外，控制个人收入后，
其他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官皓，

２０１０；罗楚亮，２００９；任海燕、傅红春，２０１１）；最后，收入低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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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效应更强（Ｋｎｉｇｈｔ，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然而，另一些发现却是社会比较理论无法解释的。首先，整体水平

上，农民和农民工等群体尽管相对收入地位更低，但其主观幸福感并不
比城市居民低（李培林、李炜，２００７，２０１０；Ｋ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

２０１０；Ｗｈｙｔｅ，２０１０）。其次，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而对于相对优势群体，
如居住在城市的、拥有非农业户籍及较高教育程度的居民影响更大
（王鹏，２０１１）。１

１．收入越高的群体越倾向于进行比较，这样的发现并非是中国独有的，也被证明存在于其他
社会中（参见Ｄｙｎａｎ　ａｎｄ　Ｒａｖｉｎａ，２００７；Ｌｕｔｔｍｅｒ，２００５）。

如何理解底层民众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为何

身处相对剥夺境遇的人群并未成为引爆的“社会火山”（ｓｏｃｉａｌ　ｖｏｌｃａｎｏ）
（怀默霆，２００９）？已有研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同质性的参照群
体和向上流动预期，它们从不同的视角丰富了社会比较文献中“与谁相
比”的核心问题 。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强调，底层民众可能选择与自
己生活境遇相似的其他人进行比较，而忽略那些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
人，因而会对自己较低的相对经济地位“免疫”。向上流动预期假设则
认为，人们也有可能与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群体相比较，并将参照群体
更高的地位当做自己未来地位的信号。这种对未来向上流动的期望带
来的正向影响超过了当前处于相对剥夺地位的负向影响。

（二）与同伴相比：同质性的参照群体假设
费斯汀格（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１９５４）在提出社会比较理论时曾强调，为了

在缺乏客观标准时获得对自己能力的准确评估，人们倾向于与自己相
似的他人比较。因而，“相似性”就成为界定参照群体的关键维度。在
这样的背景下，同质性的参照群体假设强调人们会选择与自己类似的
群体进行比较，而忽略其他差异更大的群体。“一个贵州乡下的农民绝
想象不到一个在上海跨国公司就职的高级管理者的生活”（Ｗｕ，２００９：

１０３７）。的确，奈特等人（Ｋｎｉｇｈｔ，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对中国农村的调查显
示，当被问及自己的参照群体时，有超过６８％的村民选择了邻居或其
他同村人，只有１１％的村民表示会与村子之外的人相比。正因为这种
本地化的参照群体，更大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难以直接对底层群众产
生负向影响。怀默霆（Ｗｈｙｔｅ，２０１０）的研究显示，有超过七成的被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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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全国范围的收入不平等过大，但当被问到自己单位内部以及社
区内部的不平等时，只有三成多的人认为过大。相应地，在讨论到为何
收入更低并被认为在城市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农民工却有着积极的社会

态度时，学者们指出，这与农民工的参照群体选择有关，他们更容易与
家乡的农民或自己的过去比较（李培林、李炜，２００７）。遗憾的是，除了
极个别的尝试外（Ａｋａｙ，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基本没有研究就同质化的参照
群体假设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
虽然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于如何将“相似性”操作化仍未达成共识，

但已有的界定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思路：基于地理范围和基于社会经
济特征。地理范围体现了共享的环境资源与限制，也代表了面对面互
动的可能性。因此，在定义参照群体时，学者们通常会选取那些与被访
者居住在同一个国家（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Ｏｓｗａｌｄ，２００４；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１９９５；ＭｃＢｒｉｄｅ，２００１）、同一个地区（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２００５；Ｌｕｔｔｍｅｒ，

２００５）、同一个社区或村庄（Ｆａｆｃｈａｍｐｓ　ａｎｄ　Ｓｈｉｌｐｉ，２００８；Ｆｉｒｅｂ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２００９；Ｋｉｎｇｄ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ｉｇｈｔ，２００７；Ｓｔｕｔｚｅｒ，２００４）的其他
居民作为参照群体。这些研究大多验证了社会比较效应：在控制个人
收入后，既定地理范围内其他居民的平均收入对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
除了地理相似性，社会经济特征上的相似性也是界定参照群体时

的关键维度，因为社会经济特征代表了个人资源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
际遇。既有研究因而也常将参照群体定义为与被访者具有相同职业
（Ｂｒｏｗ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Ｃｌａｒｋ　ａｎｄ　Ｏｓｗａｌｄ，１９９６；Ｐｆ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ｎｅｃｋ，

２０１２）或相同教育等社会经济特征 （Ｄｙｎａｎ　ａｎｄ　Ｒａｖｉｎａ，２００７；Ｓｅｎｉｋ，

２００４）的其他人。大多数研究的结果也验证了社会比较效应：在控制
个人收入后，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相似之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对个人
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尽管在上述两种定义下都发现了参照收入的影响，但除了少数研

究外（Ｂｏｏｋｗａ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ｌ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０；Ｂｒｏｄｅｕｒ　ａｎｄ　Ｆｌèｃｈｅ，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Ｆｉｒｅｂ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２００９；Ｋｉｎｇｄ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ｉｇｈｔ，２００７），
大多数研究仅涉及了单一参照群体，因而无法展现因定义不同而带来
的参照收入效应的不同。实际上，参照群体的选择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人们对自我的认知会决定自己与不同参照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同质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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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异，从而确定与谁相比（Ｓｕｌ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而且，相似性也并不是
定义参照群体的唯一定律，福尔克和奈尔（Ｆａｌｋ　ａｎｄ　Ｋｎｅｌｌ，２００４）的内
生性参照群体模型认为，人们会进行“最优”的选择，使得参照群体既比
自己地位足够高以至于可以激励自我，又同时比自己足够低以排除不
必要的失败感和被剥夺感。正因为存在上述复杂性，在分析一般人的
社会比较过程时，我们很难准确捕捉到每个人所面对的所有参照群体。
尽管如此，仍然有机会通过间接的方法去研究参照群体的选择。

本文的策略是比较农民工的多个可能的参照群体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工作的特殊经历使得农民工置身于几个不同的
地理、经济及社会制度环境下，与几类人群互动，因而至少面临三类参
照群体：来源地的农民（未流动的留守者）、其他农民工以及目的地的城
市居民。其中，前两个可能的参照群体都包含了已有界定指标中的地
理范围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考量，因而都满足“相似性”的标准。但相似
性的维度又有所区分：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来源地的农民代表了过
去、一些先赋的特征及家庭成长环境；其他农民工代表当前的生活环
境、日常的互动以及制度约束。城市居民则代表未来可能达到的经济
地位，这与向上流动期望假设相关，将在下文讨论。按照同质性参照群
体假设，来源地的农民和其他农民工都可能成为个人福利评价时的参
照群体。在确定了参照群体后，我们进一步认为，这种同质化的参照群
体选择能够解释农民工比城市居民满意度更高的迷思。由此，我们提
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ａ（农民作为参照群体）：控制个人收入后，其他农民的平均

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假设１ｂ（解释力验证）：加入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后，与城市就业

居民相比，农民工身份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降低。
假设２ａ（农民工作为参照群体）：控制个人收入后，其他农民工的

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假设２ｂ（解释力验证）：加入其他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后，与城市就

业居民相比，农民工身份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降低。

（三）向上比较：向上流动期望假设
第二种解释认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之所以能容忍眼前的不

平等，而且不一定支持均等化的再分配政策，是因为他们期望自己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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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在未来也会成为高收入群体的一员 （Ｂｅｎａｂｏｕ　ａｎｄ　Ｏｋ，２００１）。事实
上，已有研究证实，与和他人的横向比较相比，在时间维度上与自己的
过去和未来比较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强烈（Ｓｅｎｉｋ，２００９）。不仅
如此，时间维度上的纵向比较会调节横向比较的福利效应。对这种交
互效应最经典的描述来自于赫希曼的隧道效应（ｔｕｎｎｅｌ　ｅｆｆｅｃｔ）。该理
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持续快速发展时期，社会成员会对同时期上
升的不平等展现出实质性的容忍，主要是因为他人更高的收入不再意
味着个人更低的相对地位，而是个人未来更高收入的信号，因而人们能
从他人更高的收入中获得暂时的满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１９７３）。隧道效应的一个隐含条件是，社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暂时未
流动的群体能够移情于那些已经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群体。应用在农
民工的例子里，他们是否会将目的地的城市就业居民（即使是那些和他
们有相同工作的）当成是自己的未来仍有待考察。持否定意见的一方
认为，户口作为制度性的藩篱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工像城市就业居民一
样向上流动的机会（李强，２００４）。持肯定意见的一方认为，农民工，
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意愿更多与自我改善、向上流动的愿
望相关，而这种自我筛选的过程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将城
市就业居民作为自己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信号（刘传江，２０１０；
王春光，２００６）。
实际上，一些研究发现了区域不平等和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正向相

关（Ｋｎｉｇｈｔ，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Ｋ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２０１０）。该效应常被归
因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中，人们对于未来自己收入会上涨的乐观情
绪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会超越当前相对剥夺地位的负向影响。少数研究
已经证实了城市居民的确有可能成为农民工的比较对象。阿基等人
（Ａｋａｙ，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发现，控制个人收入后，流入当前城市的同龄城市居
民的平均收入对个人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作者认为，这表明农民工倾
向于将城市居民在当下更高的收入看做是自己未来收入的信号。
但向上流动期望并不是解释参照群体平均收入对个人心理健康／

主观幸福感的正向效应的唯一机制。同样发现正向参照收入效应的研
究也提到了其他可能的机制，如共享的社区公共福利（Ｆｉｒｅｂ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２００９）、亲密关系中的兄弟情谊（Ｋｉｎｇｄ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ｉｇｈｔ，

２００７）等。此外，向上流动期望机制与社会比较机制更可能是同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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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彼此排斥的，要区分这两种机制，并排除其他竞争性的机制，最直
接的手段就是测量向上流动预期，将其纳入包含参照收入的主观幸福
感方程，观察在加入向上流动预期指标后，参照收入的正向效应是否减
小以至于消失。已有研究中鲜有这样的经验尝试。
因此，本文提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如果户口的藩篱作用

有所削弱，使得农民工有机会在城市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城市
就业居民的收入可能作为农民工的比较对象和／或未来地位信号而同
时影响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图１中的路径示意显示，城市居民的收
入通过负向的社会比较和正向的未来信号两条路径作用，根据两条路
径的相对大小，我们可能观察到的总效应为正向（如果信号效应主导）、
负向（如果比较效应主导）或接近零（两种效应相当）。而如果控制了对
未来的期望（正向路径），我们会观察到总效应显著降低，甚至转为负
向。因而，我们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３（城市就业居民作为参照群体）：加入向上流动预期指标后，

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降低。

图１：参照群体收入影响个人生活满意度的两条路径

三、数据和测量

（一）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全国人大财经委

“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委托国家统计
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于２０１２年在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１５５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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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地区进行了电话问卷调查。调查采用ＰＰＳ抽样，对象为１８岁至

７５岁之间的居民，各省获得的有效问卷数量在１　５００份以上，３１个省
共获得有效问卷５１　１００份。城市和乡镇样本是根据被调查者在当地
居住６个月以上确定的。调查中城镇样本３１　８２４个，占总数的６２％，
农村样本１９　２７６个，占总数的３８％。２

该数据包含有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也涉及户口、当前居住地以及职
业等基本信息，使得我们能够区分农村居民、农民工以及城市就业居
民。具体地，在本文中，农民工指居住在城市，拥有非农工作但户口性
质为农业的被访者（李培林，李炜，２０１０；谢桂华，２００７）。城市就业居民
指居住在城市，拥有非农工作且有城镇户口的被访者。农民指生活在
农村，务农且户口性质为农业的被访者。对于研究参照群体平均收入
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数据最大的优势就是样本量大且具有全国代
表性。由于在建构参照收入时往往要根据地理范围以及其他相关的维
度计算某个群体的平均收入，其他全国代表性样本如中国社会综合调
查，单年数据大小约为１万左右，分到每个省只有３００个左右，再区分
年龄段及工作和户口状况，每个单元格里的个案数就十分有限了。基
于有限个案计算出的平均收入更容易产生偏误，而增大样本有利于缓
解这种偏误。为了研究参照群体对个人的影响，本文选取的研究总体
是当前有非农工作或者正在务农的人群。因此，在原有数据的基础上，
我们首先删除了当前没有工作的个体，构成本文的分析样本。３接着，
我们使用整列删除法（ｃａｓｅｗｉｓｅ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排除在其他控制变量上有缺
失的个案，最终得到３０　３９３条个案，４其中农民工有４　５００个，占总数的
１５％；城市就业居民有１６　４５７个，占总数的５４％，农民有９　４３６个，占
总数的３１％。

２．由于电话调查方法的局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样本基本特征的分布与其他全国代表性样
本如ＣＧＳＳ　２０１２仍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如附表１所示。为了弥补抽样上的局限，我们基于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２样本在城乡、性别、教育以及年龄四个维度上的边际分布为本文数据生成了一个
权重，在接下来的分析中都使用该变量对结果进行加权处理。

３．包括在校学生、离退休人员、失业或待业人员以及其他未就业人员。删除个案数占总体人
口数的比例在农村地区是１８．７％，在城镇地区是３３．２％。

４．为了验证样本删除对本文结论的影响，我们采用多重填补法对分析样本进行处理，并使用
处理过的样本再次重复验证本文的核心结论，发现并没有显著差异。具体结果请见附表３。

（二）测量
１．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意涵广泛的概念，主要包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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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面向：（１）情感面向，指个人的积极情感及消极情感，侧重人们的即时
情绪体验；（２）认知面向，指个人根据自身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当
前生活状况做出的满意度评价（Ｄｉｅｎ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王培刚，２０１０）。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认知面向，探讨生活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尽管捕捉
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并不容易，但既有研究已经从多方面证实了单维度
的生活满意度有较高的信度及效度。信度方面，研究发现：在不同环境
中对同一批被访者使用同样的生活满意度测量，结果具有一致性
（Ｌｕｃａ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ｎｅｌｌａｎ，２００７）；个人报告的生活满意度与他人对被访者
的满意度评价之间有较强正相关（Ｄｉｅｎ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效度方面，已
有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证据，包括单维度生活满意度：（１）与客观福
利指标之间有较强正相关（Ｏｓｗａｌｄ　ａｎｄ　Ｗｕ，２０１０）；（２）与社会经济地
位、健康和正向情绪有较强正相关（Ｃｈｅ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ｕｃａｓ，２０１４）；（３）与身
体及脑功能的相应生理反应有显著相关（Ｒｙｆｆ，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Ｕｒｒｙ，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在本文使用的数据中，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如下：“总体而
言，您对当前自己的生活状态的评价是”，回答从１“非常满意”到５“非
常不满意”。为了方便解释，我们对数据进行了翻转编码，得分越高代表越
满意。

２．个人收入。２０１１年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取对数。

３．相对收入。遵循已有研究的做法（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０４；Ｃｌａｒｋ　ａｎｄ　Ｏｓｗａｌｄ，１９９６；Ｄｙｎａｎ　ａｎｄ　Ｒａｖｉｎａ，２００７；Ｆｅｒｒｅｒ－ｉ－
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２００５；Ｆｉｒｅｂ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２００９； Ｋｉｎｇｄ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ｉｇｈｔ，２００７；Ｌｕｔｔｍｅｒ，２００５），本文在生活满意度模型中同时纳入个
人收入和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考察在控制个人收入后参照收入的效
应。根据前文的文献回顾，我们综合地理维度及社会经济特征维度构
建了两类参照群体：（１）与被访者居住在同一个省份，现居地同为城镇
（或农村），同样拥有非农（或农业）户口，工作性质为非农（或务农）以及
年龄相仿的其他被访者；（２）与被访者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现居地同为
城镇（或农村），同样拥有非农（或农业）户口，工作性质为非农（或务农）
以及年龄相仿的其他被访者。５

５．年龄分为４组：１８－３０岁、３１－４０岁、４１－５０岁、５１岁及以上。

（１）和（２）所定义的参照群体差异在于是按照省还是市作为地理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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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依据。之所以要同时考量两个层次的地理范围，是因为已有研究发
现，尽管都是基于地理范围的参照群体，参照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
却并不一致，似乎更大范围的参照群体平均收入更可能被负向的社会
比较效应主导，而更小范围的参照收入则更可能被正向效应所主导。

例如，法尔博和施罗德（Ｆｉｒｅｂ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２００９）关于美国民众
的研究显示，尽管区县平均收入对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但基于平均规模
在１　４００人左右的街区所计算的“社区平均收入”对个人幸福感的效应
却为正向。同样，金登和奈特（Ｋｉｎｇｄ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ｉｇｈｔ，２００７）有关南非的
研究发现，尽管地区平均收入对家庭生活满意度有负向效应，但基于平
均规模在３　０００人左右的群簇（ｃｌｕｓｔｅｒ）所计算的平均收入对家庭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却为正。

因此，我们也期望基于省级和市级定义的参照群体平均收入会对
个人的福利评判产生不同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使用的“市级”

虽然比起“省级”范围更小，却比以上所引的研究中的地理范围大得多，

所以负向的社会比较效应可能仍然占主导，只是程度要低一些。按照
前述参照群体（１）和（２）的定义，本文假定农民和城市就业居民的参照
群体遵循同质性原则。具体而言，农民的参照群体是那些同省份／城
市，居住在农村，务农并拥有农村户口的其他同龄农民；城市就业居民
的参照群体是那些同省份／城市，居住在城镇，从事非农工作并有非农
户口的其他同龄城市就业居民 。

６．严格意义上来说，农民工进行比较的农民群体更可能是来自于流出地的。遗憾的是，我们
的数据没有收集流出地信息，因而在这里我们只能使用当前居住地的农民作为次优替代。为
了检验这样的操作策略对本文核心发现的影响，我们在分析时将农民工限定在户口在本地农
村的样本（保证当前居住地就是流出地），结果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具体结果请见附表２。

如前文所述，我们认为农民工可能会有多重的参照群体，因而，本
文将考察农民工的三个可能的参照群体：（１）农民。当前居住在同省／

市的农村地区，从事农业职业且户口是农村的其他农民。（２）农民工。

当前居住在同省／市的城镇地区，从事非农职业但拥有农业户口的其他
同龄农民工。６（３）城市就业居民。当前居住在同省／市的城镇地区，从
事非农职业且拥有城镇户口的其他同龄城市就业居民。在确定了参照
群体定义后，我们计算了上述多重条件下每个单元格里所有个案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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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位值，将其作为参照收入的测量。７

４．控制变量。与已有幸福感研究文献保持一致，本文也加入了其他
标准的控制变量，包括教育年限、职业、婚姻状况、是否有需要照顾的小
孩及老人、性别、年龄以及年龄平方。另，为测量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程
度，本文采用了在当地是否拥有住房这个指标（陈春、冯长春，２０１１）。
表１展示了文中主要变量在城市就业居民、农民工以及农民三个

群体之间的分布。所有的统计值计算时都经过加权处理，以保证其代

７．在相对收入研究中，如何在单元格大小与参照群体定义精确度之间取舍是每个研究者都需
要面对的问题。本文数据的较大样本量提供了更精确定义参照群体的条件。我们所使用的４
分年龄段、２分户口、２分工作性质以及省／市交叉而成单元格的平均规模是７５（省级）和１６（市
级），与采取类似参照群体定义但总样本量更小的已有研究相仿（如Ａｋａｙ，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表１：单变量描述统计 （２０１２年中国民生指数调查）

城市就业居民
（Ｎ＝１６　４５７）

农民工
（Ｎ＝４　５００）

农民
（Ｎ＝９　４３６）

生活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２．７９　 ２．８２　 ３．５０
　不满意 ８．９７　 １０．２８　 ７．６６
　一般 ４２．８１　 ４４．０９　 ３８．３４
　满意 ３７．１２　 ３０．６９　 ２５．８８
　非常满意 ８．３１　 １２．１１　 ２４．６３
Ｌｏｇ（年收入） ９．６７　 ９．４０　 ７．８１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２３）
教育年限 １２．８０　 ９．６９　 ５．４７

（３．７０） （３．７４） （３．９５）
职业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８．０７　 ３．３４　 ０．０６
　专业技术人员 ２２．５２　 １１．４３　 ０．９７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２６．５１　 ７．７３　 ０．２２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３１．３７　 ６０．１８　 ２．８８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１．４８　 ４．８４　 ９２．１７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７．３１　 ７．９６　 ２．３７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２．７３　 ４．５２　 １．３３
拥有住房（１＝是） ０．７９　 ０．５０　 ０．９６
有需要照顾的小孩（１＝是） ０．５８　 ０．６１　 ０．５８
有需要照顾的老人（１＝是） ０．５８　 ０．５９　 ０．４４
已婚（１＝是） ０．８１　 ０．７３　 ０．９０
男性（１＝是） ０．５８　 ０．５５　 ０．５１
年龄 ３９．９４　 ３５．５８　 ５３．０３

（１１．０２） （１１．３４） （１２．９０）

　　注：所有统计量都使用样本权重进行加权，以便代表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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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我们发现，三个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分布差异并不大，对个人生活
评价“满意”或“非常满意”的百分比分别是４５％（城市就业居民）、４３％
（农民工）以及５１％（农民）。值得注意的是，年收入、教育年限以及职
业地位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显示，与城市就业居民相比，农民工和农民
的相对地位都更低。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生活满意度的不一致正是本
文尝试解释的经验现象。

四、分析及结果

（一）模型
本文的分析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１）与城市就业居民相比，农

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是更高还是更低？（２）对于农民工而言，哪一个参照
群体的平均收入对他的生活满意度更有影响？（３）与参照群体的比较
是否能够解释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我们的

分析也因此分为三步：首先，如公式（１）所示，我们使用基于全体样本的
分析，确认与城市就业居民相比农民工地位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ＳＷＢｉ代表个人ｉ的生活满意度，Ｍｉ 代表个人是否为农民工，Ｆｉ 代表
个人是否为农民，参照组是城市就业居民，Ｚτｉ则代表其他相关的影响
变量。按照已有文献的发现，我们期望β１＞０或不显著。

ＳＷＢｉ＝α＋β１Ｍｉ＋β２Ｆｉ＋∑τπτＺτｉ （１）

　　接下来，如公式（２）所示，我们把焦点放在农民工样本上，考察不同
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即ＳＷＢｍ）的影响如何，从
而检验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以及向上流动期望假设的解释力。遵循已
有研究（例如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Ｏｓｗａｌｄ，２００４；Ｄｙｎａｎ　ａｎｄ　Ｒａｖｉｎａ，

２００７；Ｌｕｔｔｍｅｒ，２００５），我们将个人收入Ｉｍ 和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Ｉｊ
同时纳入生活满意度模型。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建立在多重参
照群体框架之上，因而会同时考察三个参照群体对于农民工生活满意
度的效应。按照已有的社会比较效应研究的发现，如果结果显示β４＜
０则代表该参照群体对个人福利评判有社会比较效应，即在控制个人
收入后，参照群体收入越高，个人的生活满意度越低。而如果β４＞０，
则说明相应的参照群体对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被信号效应所主导。

ＳＷＢｍ ＝α＋β３Ｉｍ＋β４Ｉｊ＋∑τπτｚτｍ （２）

·７８·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最后，当确定了有效的社会比较参照群体后，我们再回到全样本的
模型１，考察加入相关的参照群体平均收入后，在第一阶段所发现的β１
是否会减小，甚至变为负向。

（二）基线证据：农民工比城市就业居民更满意？
作为分析的第一步，我们首先想要确认被解释的现象，即验证在多

元变量模型中，与城市就业居民相比，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是否更高？
由于生活满意度是一个定序变量，所以我们使用定序逻辑回归模型。
为了同时解决传统非线性概率模型中的重新标度（ｒｅｓｃａｌｉｎｇ）过程所导
致的模型间系数和标准误估计失准的问题（洪岩壁，２０１５），我们通过

Ｙ－标准化过程对潜因变量的标度进行了固定，使得不同模型间同一
变量的系数具有可比性。表２中的模型１展示了在控制一般个人特征
后的情况。我们发现，与城市就业居民相比，农民工身份对于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如模型２所示，在考虑了代表融入的“拥有
住房”变量后，农民工身份的影响变为显著的正向。这说明，在个人社
会经济地位以及住房拥有状况相仿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满意度要显著
地高于城市就业居民。尽管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由制度而来
的社会福利低于城市居民 （谢桂华，２００７），他们的主观满意度却显著
地更高，这一发现与已有研究一致（李培林、李炜，２００７，２０１０）。随后的
分析中，我们要尝试解释这种农民工主观评判与客观经济地位的不一
致现象。
表２中其他控制变量的效应与已有研究较为一致：已婚人士比其

他婚姻状况群体生活满意度更高（Ｄｉｅｎ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年龄与生活
满意度之间呈 Ｕ形关系（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Ｏｓｗａｌｄ，２００８；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２００６）；男性比女性的生活满意度更低（Ｆｕｊｉｔａ，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拥有住房
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正向相关（Ｈｕ，２０１３）。需要注意的是，本
文发现了教育年限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为负，这与大部分研究所发现
的正向效果相反（参见Ｄｏｌ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但已有研究也的确发现
过负向影响 （如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３；Ｃｌａｒｋ　ａｎｄ　Ｏｓｗａｌｄ，１９９６）。学者认为，
教育的负向影响可能来自于它对人们期望的提高。

（三）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哪一个起作用？
接下来，我们检验多重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对于农民工群体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表３分别展示了其他农民工、城市就业居民和农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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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农民工身份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全样本（Ｎ＝３０　３９３）

模型１：基线 模型２：基线＋融入变量
流动身份（参照组：城市就业居民）
　农民工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农民 ０．０７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Ｌｏｇ（年收入）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教育年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职业 （参照组：办事人员）
　负责人 ０．１５９＊＊＊ ０．１５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专业人员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商业人员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农业人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操作工人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其他人员 －０．１０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已婚 （１＝是） ０．１５１＊＊＊ ０．１３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有需要照顾的孩子（１＝是）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有需要照顾的老人（１＝是）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男性（１＝是）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年龄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拥有住房（１＝是） ０．２３０＊＊＊

（０．０２０）
分界点１ －１．７２３＊＊＊ －１．６４０＊＊＊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１）
分界点２ －０．９４９＊＊＊ －０．８６６＊＊＊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９）
分界点３　 ０．２３７　 ０．３２１＊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９）
分界点４　 １．１０８＊＊＊ １．１９２＊＊＊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０）
Ｌａｔｅｎｔ　Ｒ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３
　注：表中报告的定序逻辑回归系数都经过 Ｙ－标准化，固定潜因变量（ｌａｔｅｎ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的标度，保证了同样变量的系数在不同模型之间的可比
性；Ｌａｔｅｎｔ　Ｒ２＝１－Ｖａｒ（ｅｒｒｏｒ），代表解释掉的方差比例；括号里是稳健标准
误；＊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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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照群体，其平均收入对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效应，而每一种参照
群体下又分为省和市两重地理范围的定义。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相
关变量后，个人家庭年收入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而不同的参照群体
平均收入的影响却有所差异。在控制个人收入后，只有参照群体农民
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效应，省级农民参照收
入的负向效应比市级更强（模型５和模型６）。这表明，在评价个人生活
是否满意时，农民工倾向于与居住地的其他农民进行比较，而其他农民
工和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则没有显著影响（模型１至模型４）。按
照多重参照群体框架，农民工有可能同时与三个参照群体比较，因此我
们在模型７和模型８将三个参照群体平均收入同时纳入模型，结果仍
然显示，只有农民作为参照群体的效应是显著的。遗憾的是，由于缺乏
农民工来源地的信息，我们无法锁定来源地的其他农民作为参照群体。
我们的补救措施是将分析样本限定在本地户口个案上，保证现居地与
来源地一致，结果发现，尽管样本量骤减，但无论是省级还是市级的农
民参照收入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８因此，我们认为，操作化上的缺陷
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核心结论。由此，假设１ａ得到验证，即在评价个人
生活时，其他农民对于农民工构成显著的参照群体，与其他农民相比的
收入地位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而居住在同一省份／城市的
其他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显著影响，假设

２ａ没有得到验证，因而也就失去了验证假设２ｂ的前提条件。

８．具体结果请参见附表２。

需要注意的是，相同居住地的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这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农民工的确不会将
城市就业居民当做参照群体；其二是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同时通
过大小相当但方向相反的两条路径（作为比较群体的负向影响以及作
为未来信号的正向影响）起作用，因而总效应就相当于零（如图１所
示）。我们将在后文检验第二种可能性。

（四）检验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
在辨认出对于农民工有效的参照群体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究：与

这些同质性的参照群体的社会比较过程能否解释表２中所呈现的农民
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表４展示了基于全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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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多
重
参
照
群
体
平
均
收
入
对
农
民
工
生
活
满
意
度
的
影
响
：农
民
工
样
本
（ Ｎ
＝
４
３９
２
）

参
照
群
体
：

农
民
工

模
型
１

模
型
２

参
照
群
体
：

城
市
就
业
居
民

模
型
３

模
型
４

参
照
群
体
：

农
民

模
型
５

模
型
６

参
照
群
体
：

多
重

模
型
７

模
型
８

犔狅
犵
（年
收
入
）

０
．０
６９




０
．０
６９




０
．０
６４


０
．０
６３


０
．０
７０




０
．０
７０




０
．０
６５


０
．０
６９




（ ０
．０
２０
）

（ ０
．０
２０
）

（ ０
．０
２０
）

（ ０
．０
２０
）

（ ０
．０
２０
）

（ ０
．０
２０
）

（ ０
．０
２０
）

（ ０
．０
２０
）

犔狅
犵
（农
民
工
群
体
平
均
收
入
）＿
省
级

－
０
．１
０５

０
．０
４０

（ ０
．０
７７
）

（ ０
．１
３２
）

犔狅
犵
（农
民
工
群
体
平
均
收
入
）＿
市
级

－
０
．０
５９

－
０
．０
３０

（ ０
．０
５２
）

（ ０
．０
６１
）

犔狅
犵
（城
市
就
业
居
民
平
均
收
入
）＿
省
级

－
０
．０
２１

０
．０
９４

（ ０
．０
６８
）

（ ０
．１
０３
）

犔狅
犵
（城
市
就
业
居
民
平
均
收
入
）＿
市
级

０
．０
０５

０
．０
７８

（ ０
．０
５９
）

（ ０
．０
６８
）

犔狅
犵
（农
民
群
体
平
均
收
入
）＿
省
级

－
０
．２
０４




－
０
．２
４８




（ ０
．０
５１
）

（ ０
．０
６６
）

犔狅
犵
（农
民
群
体
平
均
收
入
）＿
市
级

－
０
．１
１８




－
０
．１
２５




（ ０
．０
３１
）

（ ０
．０
３２
）

教
育
年
限

－
０
．０
１３

－
０
．０
１３

－
０
．０
１３

－
０
．０
１３

－
０
．０
０９

－
０
．０
１１

－
０
．０
０９

－
０
．０
１１

（ ０
．０
０８
）

（ ０
．０
０８
）

（ ０
．０
０８
）

（ ０
．０
０８
）

（ ０
．０
０８
）

（ ０
．０
０８
）

（ ０
．０
０８
）

（ ０
．０
０８
）

职
业
（参
照
组
：办
事
人
员
）

　
负
责
人

０
．２
１２

０
．２
１５

０
．２
１２

０
．２
１１

０
．２
２７


０
．２
３２


０
．２
２７


０
．２
３１



（ ０
．１
１０
）

（ ０
．１
１０
）

（ ０
．１
１０
）

（ ０
．１
０９
）

（ ０
．１
０９
）

（ ０
．１
０７
）

（ ０
．１
０９
）

（ ０
．１
０８
）

　
专
业
人
员

０
．０
６３

０
．０
６３

０
．０
６６

０
．０
６８

０
．０
６０

０
．０
６７

０
．０
６９

０
．０
７２

（ ０
．０
７０
）

（ ０
．０
７０
）

（ ０
．０
７０
）

（ ０
．０
６９
）

（ ０
．０
６９
）

（ ０
．０
７０
）

（ ０
．０
６９
）

（ ０
．０
７０
）

　
商
业
人
员

０
．０
４０

０
．０
４４

０
．０
４４

０
．０
４６

０
．０
４０

０
．０
４７

０
．０
５０

０
．０
５３

（ ０
．０
５７
）

（ ０
．０
５７
）

（ ０
．０
５７
）

（ ０
．０
５７
）

（ ０
．０
５７
）

（ ０
．０
５８
）

（ ０
．０
５７
）

（ ０
．０
５８
）

　
农
业
人
员

０
．２
６０


０
．２
５８


０
．２
５８


０
．２
６２


０
．２
４８

０
．２
６１


０
．２
５８


０
．２
６９



（ ０
．１
２９
）

（ ０
．１
２９
）

（ ０
．１
３０
）

（ ０
．１
３０
）

（ ０
．１
２７
）

（ ０
．１
２９
）

（ ０
．１
２８
）

（ ０
．１
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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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操
作
工
人

０
．０
１１

０
．０
１７

０
．０
１１

０
．０
１３

０
．０
１８

０
．０
２２

０
．０
２７

０
．０
２９

（ ０
．０
９３
）

（ ０
．０
９３
）

（ ０
．０
９３
）

（ ０
．０
９３
）

（ ０
．０
９３
）

（ ０
．０
９３
）

（ ０
．０
９３
）

（ ０
．０
９３
）

　
其
他
人
员

０
．０
３３

０
．０
３１

０
．０
３０

０
．０
３３

０
．０
１４

０
．０
２９

０
．０
１９

０
．０
３６

（ ０
．１
２８
）

（ ０
．１
２８
）

（ ０
．１
２９
）

（ ０
．１
２８
）

（ ０
．１
２６
）

（ ０
．１
２８
）

（ ０
．１
２７
）

（ ０
．１
２９
）

已
婚
（ １
＝
是
）

０
．２
０４




０
．２
０２


０
．２
０３




０
．２
０３




０
．２
１２




０
．２
０２




０
．２
１２




０
．２
０２




（ ０
．０
６２
）

（ ０
．０
６１
）

（ ０
．０
６２
）

（ ０
．０
６１
）

（ ０
．０
６１
）

（ ０
．０
６１
）

（ ０
．０
６１
）

（ ０
．０
６１
）

有
需
要
照
顾
的
孩
子
（ １
＝
是
）

０
．０
７０

０
．０
６９

０
．０
７１

０
．０
７１

０
．０
６７

０
．０
６９

０
．０
６７

０
．０
６９

（ ０
．０
４３
）

（ ０
．０
４３
）

（ ０
．０
４３
）

（ ０
．０
４３
）

（ ０
．０
４２
）

（ ０
．０
４２
）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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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首先，作为基线，模型１重复了表２中模型２的发现，反映了在控
制其他相关变量后，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农民工身份对于生活满意度
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模型２纳入了相应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因为在
表３中我们发现，农民工的显著参照群体是其他农民，所以该模型中的
“参照群体”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同省／市的同龄农民，对城市就业居民来
说是同省／市的同龄城市就业居民；对农民来说也是同龄农民。与模型

１相比，我们发现，相比于城市就业居民身份，农民工身份对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扭转为显著的负向，说明已有研究发现的“更满意农民工”的
迷思很可能可以归因为他们与其他农民之间的社会比较。而在模型３
中，加入相应的市级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也使得原来显著为正的农民
工身份效应变为不显著。由此，假设１ｂ也得到了验证。总而言之，我
们的模型显示，农民工之所以虽然身处更低的相对收入地位却比城市
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进行福利评判时的标
准更可能是比自己收入地位更低的农民。

表４：相对收入地位能否解释农民工身份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全样本（Ｎ＝３０　２８５）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流动身份（参照组：城市就业居民）

　农民工 ０．０５６＊ －０．０９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３）

　农民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８）

Ｌｏｇ（个人收入）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Ｌｏｇ（参照群体平均收入＿省级）ａ －０．１０９＊＊＊

（０．０２５）

Ｌｏｇ（参照群体平均收入＿市级）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９）

教育年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职业 （参照组：办事人员）

　负责人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专业人员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商业人员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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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业人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操作工人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其他人员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已婚 （１＝是）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有需要照顾的孩子（１＝是）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有需要照顾的老人（１＝是）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男性（１＝是） －０．０８８＊＊＊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年龄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拥有住房（１＝是） ０．２３１＊＊＊ ０．２２９＊＊＊ ０．２２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分界点

　分界点１ －１．６３８＊＊＊ －２．６１９＊＊＊ －２．２８８＊＊＊

（０．１３１） （０．２４３） （０．１９２）

　分界点２ －０．８６５＊＊＊ －１．８４６＊＊＊ －１．５１５＊＊＊

（０．１３０） （０．２４２） （０．１９１）

　分界点３　 ０．３２２＊ －０．６５９＊＊ －０．３２８
（０．１２９） （０．２４２） （０．１９０）

　分界点４　 １．１９３＊＊＊ ０．２１２　 ０．５４３＊＊

（０．１３０） （０．２４２） （０．１９０）

Ｌａｔｅｎｔ　Ｒ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注：Ｙ－标准化后的定序逻辑回归系数。括号里是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ａ．对于农民工，参照群体指居住在同一省／市的其他同龄农民；而对于城市
就业居民和农民，他们的参照群体依然是同质性群体，即其他同龄城市就
业居民和其他同龄农民。

（五）检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
最后，我们回头检视表２中不显著的城市就业居民参照群体平均

收入效应。如果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成立，其他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
入可能通过负向的相对收入地位路径和正向的信号路径同时对个人生

·４９·

社会·２０１７·２



活满意度产生作用，而如果两条路径大小相似，我们就会发现总效应基
本为零。但如果能够控制合适的未来期望指标，我们会预期原来为零
的总效应就会变为负向，即社会比较效应显现。表５显示了这样的尝
试，模型１和模型３分别重复了表３中的模型３和模型４作为比较基
准，即在控制个人收入及其他控制变量后，同一省／市的城市就业居民
的平均收入对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模型２和模型４
在基线的基础上增加了被访者对于未来的信心，作为未来期望的一个
近似指标。我们发现，尽管对于未来信心越大，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也
越高，但省级／市级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总效应依然为零。如果我
们选取的测量的确能够代表人们对于未来向上流动的期望，那么表５
中的结果说明，假设３没有获得经验支持。也就是说，在评价自身生活
时，农民工并不倾向于将其他城市就业居民当做参照群体，在形成对未
来生活的期望时，也不一定以当前的城市就业居民为目标。

表５：对未来的期望是否压抑了城市就业居民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生活

　　　　　　　满意度的效应：农民工样本 （Ｎ＝４　３５８）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Ｌｏｇ（年收入）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Ｌｏｇ（城市就业居民平均收入）＿省级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４）
Ｌｏｇ（城市就业居民平均收入）＿市级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６）
未来期望 ０．３４２＊＊＊ ０．３４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教育年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职业 （参照组：办事人员）
　负责人 ０．２０８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７　 ０．１９９＊

（０．１１０） （０．０９９） （０．１１０） （０．０９９）
　专业人员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９）
　商业人员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７）
　农业人员 ０．２４９　 ０．２０５　 ０．２５３　 ０．２０８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７）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７）
　操作工人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２）
　其他人员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２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３）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３）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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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已婚 （１＝是） ０．２０２＊＊ ０．１４７＊ ０．２０２＊＊ ０．１４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８）

有需要照顾的孩子（１＝是）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１）

有需要照顾的老人（１＝是） －０．１８３＊＊＊ －０．１２９＊＊＊ －０．１８３＊＊＊ －０．１２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９）

男性（１＝是） －０．０８９＊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９＊ －０．１１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０）

年龄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拥有住房（１＝是） ０．１３２＊＊＊ ０．１１４＊＊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７）

分界点

　分界点１ －２．２３２＊＊ －０．５１６ －１．９１１＊＊ －０．２９９
（０．６９９） （０．６４０） （０．６１４） （０．５７６）

　分界点２ －１．３３５　 ０．３６９ －１．０１４　 ０．５８７
（０．７０６） （０．６４５） （０．６１７） （０．５７７）

　分界点３ －０．１２２　 １．６１９＊ ０．１９９　 １．８３７＊＊

（０．７０７） （０．６４７） （０．６１９） （０．５７９）

　分界点４　 ０．８２４　 ２．５６１＊＊＊ １．１４５　 ２．７７８＊＊＊

（０．７１０） （０．６４８） （０．６２１） （０．５７８）

Ｌａｔｅｎｔ　Ｒ２ ０．０３８　 ０．１５８　 ０．０３８　 ０．１５８

　注：Ｙ－标准化后的定序逻辑回归系数。括号里是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构建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尝试去解释为何农民工的

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就业居民，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却比城市就业居
民更高。经验结果倾向于支持同质性的参照群体假设，即在评判生活
满意度时，农民工倾向于与现居地的其他农民比较。当纳入相应的参
照群体平均收入后，最初发现的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优势（相对于城市
就业居民）消失，甚至转为劣势。相反，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没有得到数
据支持。其他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
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也很可能不是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
影响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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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达克和泰勒（Ｓｔａｒｋ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１）指出，人们在做出迁移决
定时，需要在绝对收入的上升和相对地位的下降之间进行权衡，这导致
两类人更容易成为移民：第一类是那些十分优秀的，即使在目的地也能
维持较高相对地位的精英；另一类是那些资质可能一般，但始终将家乡
的其他人作为参照群体的人。本文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第二类
情况。农民工在评价生活满意度时，更倾向于将其他农民而非城市就
业居民作为参照对象。
本文也存在一些缺陷，成为未来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首先，我

们对于参照群体的判定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事后推断。尽管已有绝大多
数研究也使用了相同的事后推断策略（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Ｏｓｗａｌｄ，

２００４；Ｄｙｎａｎ　ａｎｄ　Ｒａｖｉｎａ，２００７；Ｆｉｒｅｂａｕｇｈ　ａｎｄ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２００９；

Ｋｉｎｇｄ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ｉｇｈｔ，２００７；Ｌｕｔｔｍｅｒ，２００５），但我们认为，如果能收集
到农民工主观判定的参照群体，可能会更加准确地捕捉到多重参照群
体选择的过程。已有学者提出，理想的参照收入界定测量至少需要包
括：（１）个人的收入等特征；（２）由个人认定的参照群体，即回答“在评判
您的生活满意度时，您倾向于与谁相比”；（３）被认定的参照群体的收入
等特征（Ｖａｎ　Ｐｒａａｇ，２０１１）。虽然目前还缺乏此类数据，但持续改善参
照群体的测量无疑是增进我们对于社会比较过程了解的必经之路。
其次，本文使用的向上流动期望指标比较概括化，询问的是被访者

对于“未来的信心”，而非更具体地对于“未来向上流动，收入上升”的信
心。由于这一操作化的缺陷，我们无法判定表５中未发现向上流动期
望的压抑效应是实际结果，还是因为测量的不足。未来研究中如果有
更准确的机制测量，就能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２００３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肯定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在现代
化建设中的地位，提出要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
业和定居的条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就指出，
要为在城市已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创造条件，逐步转为
城市居民（周大鸣、杨小柳，２０１４）。虽然这些政策在推进农民工待遇改
善方面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但农民工市民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学
者认为，城镇化不仅要实现制度层面的整合，还要实现社会层面和文化
层面的整合，也要实现心理上对于城市的认同，仅有人口和就业的城镇
化仅是半城镇化（王春光，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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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
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这一政策
突出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旨在解决目前突出的农民工市民化难，农
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为主的空心化问题，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如何落实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需要在制度上和社会管理上不断突破和

创新，在实现农民工权利、待遇平等的同时，城市对农民工群体的接纳
和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的认同是一个更加艰难和紧迫的任务。本文一个
重要发现就是，在社会经济地位一致的背景下，所在城市就业居民的平
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诸如户口等制
度性的藩篱，使得农民工并未将自己和城里人当做同类，当做可比较的
对象。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农民工市民化的深入，城市就业居民也许会
成为农民工的主要参照群体，由此进一步带来公平和认同问题，甚而会
有进一步的文化冲突，社会管理需要及早进行政策的调整和应对。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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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１：中国民生指数调查数据样本分布与ＣＧＳＳ　２０１２样本分布对比

民生２０１２（％）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２（％）
性别

　 男性 ４８．８　 ５０．３
　 女性 ５１．２　 ５０．０

城乡

　农村 ３７．７　 ３９．０
　城镇 ６２．３　 ６１．０

受教育程度

　不识字或很少识字 ４．０　 １６．２
　小学 １０．５　 ２２．６
　初中 ２６．６　 ２６．０
　高中、中专或技校 ２７．３　 １８．９
　大学专科 １６．５　 ８．２
　大学本科 １３．８　 ７．６
　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１．４　 ０．５

年龄

　２５岁以下 １３．８　 ８．７
　２６－４５岁 ４８．８　 ３０．１
　４６－６５岁 ３０．８　 ３９．９
　６６岁以上 ６．６　 ２１．４
　　注：ＣＧＳＳ　２０１２的数据使用了样本自带的权重进行加权处理。

附表２：多重参照群体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地农民工样本（Ｎ＝２　６２４）

参照群体：农民
模型１ 模型２

参照群体：多重
模型７ 模型８

Ｌｏｇ（年收入）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Ｌｏｇ（农民群体平均收入）＿省级 －０．２４２＊＊ －０．３２１＊＊＊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９）

Ｌｏｇ（农民群体平均收入）＿市级 －０．１５５＊＊ －０．１７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６）

Ｌｏｇ（城市就业居民平均收入）＿省级 ０．１７４
（０．１６５）

Ｌｏｇ（城市就业居民平均收入）＿市级 ０．０１２
（０．１４５）

Ｌｏｇ（农民工群体平均收入）＿省级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１）

Ｌｏｇ（农民工群体平均收入）＿市级 ０．１４３
（０．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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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教育年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职业 （参照组：办事人员）

　负责人 ０．１９０　 ０．２２１　 ０．１９３　 ０．２２４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５）

　专业人员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８）

　商业人员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５）

　农业人员 ０．３２０＊ ０．３４２＊ ０．３１０＊ ０．３５７＊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２）

　操作工人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１）

　其他人员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８１
（０．１８９） （０．１９２） （０．１８８） （０．１９５）

已婚 （１＝是） ０．２４１＊＊ ０．２３２＊＊ ０．２４６＊＊ ０．２３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１）

有需要照顾的孩子（１＝是）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有需要照顾的老人（１＝是） －０．１７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男性（１＝是）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４）

年龄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拥有住房（１＝是）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６＊＊＊ ０．２１９＊＊＊ ０．２１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１）

分界点１ －３．６４８＊＊＊ －２．９４６＊＊＊ －２．６１７＊ －２．０６１＊

（０．７７１） （０．５８３） （１．１５４） （０．９６９）

分界点２ －２．８３９＊＊＊ －２．１３７＊＊＊ －１．８０８ －１．２５２
（０．７７４） （０．５７９） （１．１６３） （０．９７６）

分界点３ －１．６１３＊ －０．９１０ －０．５８２ －０．０２６
（０．７７２） （０．５７８） （１．１６５） （０．９７９）

分界点４ －０．６５２　 ０．０５０　 ０．３８０　 ０．９３５
（０．７７３） （０．５７８） （１．１６８） （０．９８０）

Ｌａｔｅｎｔ　Ｒ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８

　　注：Ｙ－标准化后的定序逻辑回归系数。各参照群体的定义详见文章。括号
里是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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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